
2026 年第 4 期
第 66 卷
（总 322 期）

No. 4 2026
Vol. 66 

General No. 322 

中国古典文道观的历史嬗变及其内在理路 *
陈 博

摘 要：在中国古典文道观念史上，存在着一场围绕文道之本然关系及其价值位阶而展开的持久性思辨。

孔子用“文以道成”“道以文显”确立了以德性内涵及其实践为依归的基本典范，但到了魏晋六朝，却走向“缘情

绮靡”的艺美路向。此时“文”的价值极大彰显，却因对“道”的主动疏离而使文道关系趋于分裂。为拨正这一

歧出，一场以文道观重构为宏旨的思想努力随即在拯救“斯文”和彰明“斯道”两条向度上展开。刘勰及唐宋古

文家挺立“文心”“以文摄道”，为“文”的独立性作出奠基；裴子野及其后的宋代理学家则高扬“道心”，经由“文

以载道”“作文害道”至“文从道出”的命题演进，在体用关系架构下完成了对文道关系的义理性重构。由此，中

国古典文道观阐释系统遂整体呈现出以“建构—解构—重构”为内在理路的“正—反—合”嬗变轨迹。系统梳

理并检视这一历程可知，在面对“隆理”与“尚情”这一人类精神的普遍性议题时，无论是修文者还是修道者，其

理论与实践均未提供一份僵直的终审答案，而是共同展现了一种在永恒张力中寻求平衡、在深刻困境中开辟

新境的伟大思想传统。这一传统将为我们持续探寻一种更加“合情合理”的善美生活贡献出深邃的历史镜鉴

与思想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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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理性与情感的交织存在，其精神世界始终在秉承“天理”与畅达“人情”之间交涉游离。这一

根本性的生命张力在中国古典思想中，呈现为一场对“文”“道”关系及其价值位阶的持久思辨。以孔子

为肇端，在先秦至唐宋的千余年中，古典文道观念展现出一条从典范性建构，经审美性歧出，终至义理性

重构的嬗变轨迹。其间，道德理想与生命表达在“道”与“文”的价值天平上被不断权衡与检视。需要指

出的是，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文”与“道”均为内涵丰富的“大词”。“文”既可指诗文辞赋，亦可指礼乐法度

乃至文明教化本身；“道”则兼有人伦道德、政治秩序与宇宙本体等多重意涵。其具体所指，随历史语境

而流变，不同思想家的理解亦各有侧重。系统梳理并反思这一嬗变理路，审视文道观中“天理”与“人情”

的竞相交涉，剖析“道心”与“文心”在价值论上的不同取向，特别是二者在拨正文弊时分别开启的“拯救

斯道”与“拯救斯文”两条路径，力图展现修道者与修文者对价值理想与感性生命究竟能否以及如何融

汇，是本文的关切所在。

一、古典文道观的建构与歧出

在中国人文传统的经典世界中，对于文道关系的探讨当以孔子为肇端。孔子学行，一以昌明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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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安民为职志。如何让禀自天道的内具之德彰明昭著、自信自立，进而在化民成俗、开物成务的德礼

实践中显发出足可鼓天下之动的澎湃力量，构成了其文道观念的生发原点和基本理路。

文道观上，孔子首先认定“道”为“文”之根本，强调“文以道成”“有德者必有言”①。此即是说，内在德

性的充盈构成了言辞生发的正当性依据与沛然动力。秉德为言，即展现为一种斯道彰明、志道贵达而不

容遏止的显发趋势和内在力量。如若失此根本，则言辞即便偶合于德，亦会丧失“文以道成”的主体自觉

与自明性。同时，孔子亦强调“道以文显”，进而对文言形式的自身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志有之：‘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②孔子于此引述古《志》，正在揭示“言—文”对于

“志”的显发与传播功能。由于孔子之“志”的指向乃“志于仁”“志于道”，故其所谓“足志”，实以彰明此

“道”为旨归。继而，古语所言遂被深化为一个何以显道的问题。依其所见，仁德之“志”必须凭借“言”来

充分表达，并且还须依赖“文”的修饰雕琢以增强其感召力，方能传播广远。是故，“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就不仅在肯定文言的表达价值，更是强调其作为“道”得以“行远”的必要载体。

对于此类“显道之文”，孔子明言“情欲信，辞欲巧”③。这固然是对文辞的正面肯定，却绝不意味着其

创作实践可以舍离情感真实和仁德内涵。诚如《周易》所言“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④，但修辞的根本只在

“立其诚”。如果修文不能以真诚的仁德之心为根基，而去专务外在表达形式的精巧与华彩，则终将堕为

“巧言乱德”“巧言令色”的背道行迹。因此，“辞达而已矣”⑤终成孔子所设定的核心准则与根本限度。在

至善无邪的尺度下，其与“信实”“雅正”一道，共同构成了孔子关于显道之文的完整规定。

可以说，孔子“文以道成”“道以文显”思想确实肯定了文言的自身价值。但道之显达，是否唯文呢？

显然不是。在孔子看来，行义修道远比修文更加重要。孔子曾言“君子义以为上”“行义以达其道”⑥，

“义”实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方面的人伦准则与规范，而“五者天下之达道也”⑦。由此可见，

孔子虽正视文能显道的表达价值，并视修文为明道之重要手段，但立足德性培养的修身实践，“行义达

道”终为首途。

概言之，在孔子的文道观念中，“文”与“道”之间整体呈现为手段与目的、形式与内容的主次关系。

与“文”居于同一实践层级的乃是“义”，“行义”与“修文”共同构成了志道显达的两条路向。对于君子人

格的实现来说，孔子虽以“文质彬彬”相称许，在修文实践上亦视六经之文为彰明圣道、致用显体之“实

事”来删、修、赞、作而不辍，但以“质直好义而达道”的根本进路观之，则“质，实也……文，华也”⑧，“文因

质立，质资文宣”⑨。修文虽为显道所需，然行义终为达道根本。

孔子对文辞内涵的德性规定，使汉代经学架构下的诗文创作有明显的德礼化取向。如《毛诗序》就

极力强调诗文创作虽“发乎情”却要“止乎礼义”的收摄之意。汉儒亦认为，除却诗文，先王所作之一切礼

乐刑政等典章制度都旨在彰明天道、节息情欲。《礼记·乐记》云：“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

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礼节民心，

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⑩此即是说，人为活动难免受外物

诱导而随情流转，发生纵欲悖理之事。先王修订典章制度，正是修文以彰其道之意。汉儒进而主张，诗

①⑤⑥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53，177，197、184页。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06页。

③⑩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18，664—665页。

④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544页。

⑦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885页。

⑧ 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0页。

⑨ 王夫之：《古诗评选》，《船山全书》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7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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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作乃至整个典章制度的修订皆须全部奠基在德礼意涵之上，使情思咏叹以道德仁义为范，修辞撰文

以政教风化为趋。若文义、情理不能兼营，则“宁有质而无文”①。

然而，这在魏晋以降的隆情重文者看来无疑是以理制情。文辞内容的德礼化取向和政教性强调，深

层压抑并遏制了人的感性诉求与情思表达。为此，陆机、沈约等人一反孔子言志理路，而以抒发情绪、感

受为志，不仅提出要“诗缘情”，注重文辞本身的绮靡与浏亮，还强调要在创作技法上讲求声律与音韵，从

而掀起一场“摈落六艺，吟咏情性”②，尽情采以求艺美的浪潮。如曹丕便认为“文以气为主”，文学自有其

价值。创作者出于个人才情与气质，只需在“诗赋欲丽”的标准下，去追求遣词造句的形式丽美，“不必寓

教训”，不须承载仁义教化的沉重使命。陆机虽亦认为“文以道成”，但其所论之“道”以及“文”之本质、使

命均与孔子主张不同。“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

吐滂沛乎寸心。”③可见，陆机倾慕之“道”，非如孔子般含有仁义内核的“修己安民之道”，而是充满道家

“虚寂”气息的“自然之道”。所谓“文”，只是修文者在“玄览”天地万物后，对自然造化、时光流逝等产生

深情感怀，继而考辞造句，宣发为文的一种情志流露。所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④，意味着诗

赋的本质并非显道宣教之具，而是对内在情思（缘情）与外部物象（体物）的审美呈现。其最高追求，亦仅

是以精美绮丽、清晰明朗的语言达成“穷形尽相”般的艺术写真。故而在诗赋创作上，陆机便将修文重心

全部聚焦于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⑤这一核心难题。由此，其文论思想最终便凝结为“会意尚巧，遣

言贵妍”⑥的论旨。

可以说，这种对文章精巧构思的讲求和对言辞华美的推崇，在将文学审美推至高峰之际，亦因对

“道”的放逐而使“文”“流于俳优的笑语，娼妓的色情了”⑦。在孔子那里，原本作为手段的修文活动遂成

目的，“文”的价值亦不再通过彰明斯道而存有。这种对孔子文道观的解构，在使个人才思及其情志生命

获得极致观照的同时，却使修己安民、德性自立的精神意旨自此隐退。正如郭绍虞指出：“齐、梁以后形

式主义的文学发展到了顶点，流弊已很显著。”⑧刘大杰亦称：“中国文学自建安到初唐这几百年中，完全

是朝着艺术的唯美的路上走的。其好处是纯文学得到了独立的生命与地位，而其坏处是文学离开了现

实社会人生的基础，而流于外形的美丽与空洞的内容。”⑨因此，出于对这种歧出的深刻反省，以拨正其解

构孔子文道观所引发的价值迷思，同处梁代的刘勰和裴子野分别以弘文立“文心”和弘道立“道心”为意

旨，对日趋空洞的形式化文弊展开批判。而拯救“斯文”和彰明“斯道”这两条文道观的不同阐释路径，又

分别被唐宋古文家和宋代理学家群体继承和发展。纵观其变，从孔子到魏晋六朝再到唐宋，中国古典文

道观阐释系统便整体呈现出一条以“建构—解构—重构”为内在理路的“正—反—合”嬗变轨迹。

二、拯救斯文的文道观重构

在中国古典文道观论述系统中，秉“文心”以救“斯文”，决意通过“以文摄道”的思想主张来拨正六朝

歧出、彰明文体价值的儒学士人，当以刘勰和唐宋古文家群体为代表。刘勰不满于魏晋六朝“舍道言文”

之艺美偏向，同时又接续“文的自觉”时代对文体价值的重估，在盛赞“文德至大”的基础上，通过“以文统

①    董仲舒撰，苏舆义证：《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页。

②    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325页。

③④⑤⑥ 张少康：《文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89，99，1，132页。

⑦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362页。

⑧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8页。

⑨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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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主张，对文道关系作了新阐发。首先，刘勰围绕“文”与“情”的内在关涉展开辨析：“昔诗人什篇，为

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

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①在他看来，“辞以情发”，情乃立

文根本。而极尽辞采的畅快表达，只是秉此情志的自然吐露。“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

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②如果没有真挚情感作为基底，所作之文不仅不能辞采畅达，整个

创造活动亦会堕为钓誉之具。其次，就造文之“情”而言，刘勰认为其又有着“义直不诡”的道德真诚之内

涵规定。因此，缘情之创作就不仅要坚持“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的形式规定，还须有“情深而不诡”

“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的思想内容。可以说，刘勰以其形式与内容并重的文论主张，在深契于儒家

“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思想基础上，有力地驳斥了魏晋六朝专求形式之美的作文趋向。

刘勰进一步将“文”与“情”共同溯源至本体之“道”，以使文学创作获得坚实依据：“丽天之象……理

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惟人参之……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

品，动植皆文……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③此

即是说，作为生发根源的“道”，终是以“物”的形象来具体显现的。而一切形象之物又展现着“文”的内容

和呈现样态。就此“自然之道”的显现而言，“文”（纹理）与“物”（物理）可谓一体两面。言“文”，即指物之

纹理；言“物”，即指有纹理之物。而作为秉受天地之心的人，其文辞、典章，即是依其禀赋之“情”，在应物

有感的作用下，对天道纹理的真诚描摹与情志创造。刘勰坦言，后世文人因去圣久远，离本弥甚，故须

“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④。通过“征圣”“宗经”，才能使所作之文情达而道明。刘勰所谓“原道心以敷

章，研神理而设教……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⑤，正是此意。

由上可知，刘勰在“文”“情”“道”三者之间构建起了有机统一的关系。“文”本“情”而作，“情”感物而

体“道”；“道”以物显而垂文，“文”以真情感物而明道。“文”既然是“道”的自然彰显与具体化身，那么弘文

的实践本身也就意味着弘道。其所强调的“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⑥，正是将“文”之位格直接提

升至与天地之“道”并生而比肩的高度，这便在价值论上有力地凸显了文体自身的尊严。可以说，刘勰虽

有鉴于六朝文风而力倡“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视《五经》为文学创造的宗法准则和基本典范，但终不以

宗道抑文为意旨，而是挺立文心以拯斯文，凭文学之力彰明斯道，这才是其“原道”“宗经”理论的根本旨

归。诚如徐复观所揭示的：“（刘勰）固然是想从哲学上穷究文学的根源，而其内心实系以六经根于天道，

文学出于六经，以尊圣尊经者尊文学，并端正文学的方向。”⑦

刘勰之后，继续秉“文心”以拯“斯文”的，便是唐宋之际的古文家群体。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大

力提倡平实质朴的古代散文，以拒斥弃道隆情、空虚华美的六朝骈文。在文道问题上，便极力强调和追

求文体形式中道的内容和宗旨。韩愈主张，文章须在内涵上秉持孔孟之道，能在立意处由道而发，方可

喻为“充实而有光辉”的好文章。因此，学作古文，就不应该模拟其辞、潜玩其技，而要“明先王之道以道

之”，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李翊书》曰：“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

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⑧依其所见，文学创作犹如树木生长、灯

火照明一般，贵在深养根本、厚积底蕴。唯以仁义涵养心性，方能成就“其言蔼如”的温润之文。《送陈秀

才彤序》又说：“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⑨此即是

说，读书作文非为炫耀才学、争竞文采，其根本还在载道、明理。

①②③④⑤⑥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38，538，1—2，23，2—3，1页。

⑦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第357页。

⑧⑨ 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9，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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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韩愈，此后无论是讲“文者贯道之器”的李汉，还是直言“文者以明道”的柳宗元①，抑或主张学者

为学当师经以求古道，道胜则文必自至的欧阳修，他们学道先于学文的言论都使人相信，如果掌握了道，

那么文也自会随之进益。个中逻辑正如蔡襄所言：“由道而学文，道至焉，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于

道者多矣。是故道为文之本，文为道之用，与其诱人于文，孰若诱人于道之先也？”②即使像苏轼那样，作

文讲求随笔抒写，以尽才思，注重诗文自身的表现及存在价值，也会以“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这样的言论

来表达其文道兼营的思想观念。

就此而论，唐宋两代的古文家皆持道为文之基础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由此重道而轻文，完

全倒向道的一面。究其实质，正如汉学家麦大维所揭示的，文学始终还是他们最高理想的载体。道虽是

文之内容而被屡屡言及、再三强调，但立足于文而言道的重心却从未改变。道以文显、文以道成的主旨

论述始终还是为了拯救“斯文”而非“斯道”。对于道，韩愈、李汉、欧阳修等虽谨宗儒家之道，却对斯道未

有系统阐发，所窥尚浅，体认不深。而像柳宗元、苏轼等人，更是兼综儒释道三家之道以为言说。因此，

世风、士风的重振还在文风，文风虽有不足，兹弊频涌，但“非文之罪，为文者之过也”③。这亦表明，无论

是对世道人心的反思拯救，还是个体生命的省觉确立，始终都是在文学的视域内展开的。古文家始终坚

信，文人才是弘道的主体。挺立“文心”、张大文学，努力成为一名文艺彪炳、作文明道的文士，才是其生

命价值的最高追求。

总之，唐宋古文家在儒家之道的观照下力矫文弊，其文心意趣与刘勰可谓深相契合。他们对于文以

明道、贯道宗旨的坚守，对六朝以降过度形式化的文风有强力拨正作用。但置于孔子“行义”“修文”双轨

驱动的文道观谱系来看，这一拨正依然有限。古文运动肩负着“破骈文、立古道”的历史使命，在标的“文

心”的基础上，将“文”的复兴与贯道内核紧密衔接，并视文辞革新为明道、传道之首务。这极大提升了

“文”的尊严与效用，使其足以“鼓天下之动”，但其着力点更聚焦于“修文显道”。至于标的“道心”、对

“道”进行义理性的精微阐发，并在修身实践中真切落实“行义显道”，则是宋代理学家群体所自觉深化的

核心课题。

三、拯救斯道的文道观重构

如果说刘勰、古文家以“文”为“道之文”，“弘文”即“明道”的观念对六朝文论的思想歧出有拨正的

话，那么与刘勰同时代的裴子野在评判六朝文论时表现得更为急切、极端。凭借“以道统文”的鲜明立

场，裴氏成为矫正形式主义文风、重构儒家文道观的关键人物。在《雕虫论》序文中，他就针对六朝文学

舍道隆文的技术化、唯美化倾向提出直接批评：

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王化本焉。而后之作者思

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

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其兴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

而采。”而斯岂近之乎？④

裴子野认为，诗文的根本价值不在章句雕琢和艺美表达，而在有彰于志道、有取于庙堂，能够“劝美

①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172、360页。

②    ［美］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5页。

③    ［美］麦大维著，张达志、蔡明琼译：《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79页。

④    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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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恶”，助援王道教化。六朝文学在其“缘情绮靡”的浪潮下所展现的“摈落六艺，吟咏情性”之举，不仅是

一种让文学发展丧失现实关怀和志道方向的堕落表现，更是时代混乱、社会伦理秩序崩坏沦丧的根本征

兆。裴氏以其强烈的政教关怀，重新确立了“道”对“文”的绝对统摄地位，唤醒了儒家文道观中的政教伦

理维度，这对克服歧出有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其虽远未达到宋代理学家那样，对所重之“道”进行义理阐

发和工夫体贴，但将“道”的优先性推向极致的思维定向，却与后世理学家的文道观存在共鸣，在“崇道抑

文”的意识上构成了跨时代的思想先声。宋代理学家正是在类似的“以道统文”取向上，以体道践仁的修

身工夫为根本，完成了对文道关系的义理重构。

对于宋代理学而言，通过身心修养的体证实践，实现生命之道、成就第一等人，无疑是其全部学问思

辨的核心关切和旨趣所在。对道的肉身化强调，使其文道观呈现出从“拯救斯文”向“拯救斯道”的志思

转变。生命价值的实现路径亦从以“文”为重心的“修文活动”转变为以“道”为重心的“工夫修养”。这不

仅超越了裴子野“崇道抑文”的政教性批判维度，亦与刘勰、古文家“文以明道”的工具化思路拉开了距

离。然而，“文”究竟应被视为心体“发用流行”的自然光辉，还是可能妨害心性涵养的外在玩物？这样的

不同理解，也将在理学内部催生从“作文害道”到“文从道出”的思想递进，推动古典文道观走向其义理重

构的最终形态。

周敦颐率先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观点：“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

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①此论看似与古文家倡导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类似，

均将文道视为二物，强调道相对于文的根本性，其实二者立意根本不同。古文家之“明”或“贯”，主体是

“文”，目的为以文显道；而周子之“载”，主体是“道”，文降格为纯粹的承载工具。正如郭绍虞所说：“道学

家以文为工具，而古文家则以道为手段。”②于此，周敦颐将“文”界定为“艺”（形下之器），将“道德”界定为

“实”（形上之本），继而确立了道本文末、道实文华的基本框架，这标志着其“以文载道”说从根本上将士

子身份的确立作了变“文”为“道”的根本置换。由此，思想文化的主体设定不再是“文士”，而是体道、载

道的“道德君子”，成为思想追慕和人格塑造的基本方向。但于此仍须留意的是，周子视“文”“道”为二物

的关系架构，在理论上潜存着一个关键难题。既然“文”被界定为外在工具性的“艺”，那么如何确保其在

实践中始终服务于“道”，不会因追求形式的华美而僭越甚至损害对“道”的传达？有鉴于此，程颐“作文

害道”的命题正是对这一潜在紧张的极端化呈现与回应：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

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

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③

依其所见，“作文”是一种需要专意雕琢的技艺活动，会占据本应用于“主敬”“穷理”的心智，耗损涵

养本原的清明心气，根本有害于对“道”的体认涵养。由此，被古文家乃至周敦颐赋予载道功能的“文”，

在程颐严格的工夫论审视下，其价值便被彻底颠覆。而“修养”一旦取代“修文”成为问学第一义，“文”便

从一个必须精心经营的载体蜕变为德性充实后自然流露的“余事”，甚至沦为“害道”的玩物。正因如此，

韩愈文道并举、因文见道的思想遂被斥为逐末倒学。程颐说：“退之晚年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

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④在他看来，“有本必有末，有实必有文，天下万事，无不然者”⑤，所以

文不可专务，“有本则文自至矣”⑥。如果像世之为文者那样本末倒置，专意于辞章末节，只能是一种赘言

①    周敦颐：《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5—36页。

②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第176页。

③④⑤⑥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9，232，908，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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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道、徒伤心气之举。

程颐“作文害道”一经提出，便被重诗文者视作对文学独立发展的根本戕害。如南宋诗人林亦之说：

“孟轲氏以来，千有余年，乃得一程子。惜夫耻于论文，故六经事业亦或有阙而未备者。”①诗人刘克庄亦

云：“为洛学者皆崇性理而抑艺文。”②依此来看，程颐之举似乎已将“斯文”学统逼上绝境，不予任何存在

发展的可能和空间。其实不然，他实际将“文”分为圣人道德之文与文人词章之文两类。他认为，圣人作

文，自是言自成文、行自成章，绝非华靡其词、悦人耳目的词章之文可比。程颐虽曰“言不贵文”，但“贵于

当而已，当则文”③。道德理则决定了文言成立的先决条件，因此对道德文章的研几探究不仅必要，且尤

为程颐所重。“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④对于词章诗文，

程颐只言“不当轻作”而非“禁止不作”。“不当轻作”，是因文贵合道，欲求合道则须先知道。“人能为合道

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为文之心，乃非区区惧其无闻于后，欲使后人见其不忘乎善而已。”⑤

非“禁止不作”，则因后世文人未尽其道而专务诗文，则不免只说些无关身心之赘言闲话。这不仅不足以

合道，还会占用大量时间、精力，因此对明理进德而言“甚妨事”：

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某素不作诗，亦非是

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⑥

程颐一生极少作诗，文学作家乃至历代文学研究者多斥其以“不能”而掩“不作”。其实，此举正是其

道学自觉的根本体现。他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

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⑦又云：“后之儒者，莫不以为文章、治经术为务。文章则华靡其

词，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已……如是之学，果可至于道乎？”⑧在程颐看来，既有的文章、经术之法既已

变轨歧出、各有所弊，那么在能够契合并承载其弘道需求的文体形式中，平实亲切的语录体当为优选。

历史地看，理学家群体在实践中不约而同地倾向并发展的正是语录体。这一文体选择之意涵，正如陈立

胜所指出的，在传统的文体形式之外，语录体因其自由、切己、亲切、生动的表现手法，更能够阐发和凸显

理学家为己之学与道德工夫的精神本色而备受青睐，以致成为理学家修己弘道的标志性文体⑨。

即此可说，通过语录文体，道学家找到了知道、弘道的有效途径，并在口传、面授的过程当中，践行着

儒家修身为己、道成人格的理想。对于诗文，与其说是不相为谋的拒斥，不如说是在文道二分态势下，对

溺于辞章而不知返者的极力纠偏，亦是在道学意识的审视下，对“文”的独立价值与发展的道德规约与空

间压缩。这不可避免地抑制了文学发展，也以其极端姿态，将士人的精神追求与身份认同，从“文士”扭

转为“道学中人”，对砥砺士节、敦厚世风产生了深刻的塑造作用。

与濂溪相比，伊川对载道之文可能带来的夺本害道隐危展现出足够警觉，但仍未消解文道二元的关

系架构。其在修身向度所展现的崇道抑文举措仍属一种对文道分判紧张关系的极端化呈现与回应。真

正弥合这一裂痕，并完成对古典文道观学理性重构的则为朱熹。针对当时专务诗文、趋异尚巧的士林风

气，朱子认为这已在宗旨上背离了学为圣贤、进德明理的问学第一义。他说：“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

诗文，已落第二义。”“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

分晓。”⑩而这种在文学创作上脱离思想内容，徒好生面的行迹，是根本有损于世道人心的。“以言乎迩，则

①    林亦之：《网山集·伊川子程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78页。

②    刘克庄：《黄孝迈长短句跋》，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25页。

③④⑤⑥⑦⑧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198，600，601，239，187，580页。

⑨ 陈立胜：《理学家与语录体》，《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⑩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34、3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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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治己；以言乎远，则无以治人。是亦何所与于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恳反复，至

于连篇累牍而不厌耶？”①职是之故，在根本立场上，朱子便延续了周、程“道本文末”的思想，认为“道者文

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只有在为学宗旨上笃定于问道明理之圣学第一义，才能使文道统一，相益无害，

此即所谓“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②。

朱子继而通过对“文”之概念的泛化诠释，以“文从道出”这一命题，将文道分判的内在紧张收纳于文

道合一、体用不二的架构之中。他说：

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

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

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自一

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适而非文也。③

在朱子这里，“文”不仅为形式化的独立篇章，更是德性充实于内而呈露于外的全体生命气象。在此

意义上，“文”与“道”不再是载具与载物的内外关系，而是本体与发用的一体关系。而像东坡“吾所谓文，

必与道俱”的讲法，在朱子看来“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

处”④。可以说，朱子这一体用架构下的文道观，将“文”的根源与价值彻底收摄于“道体”及其发用之中，

使“写作”这一人文创作活动彻底服从于“修养”的工夫实践。这既坚持了理学对“道心”的绝对挺立，也

使“文心”的独立疆域及其价值在心性之学的架构中被根本规训与收编。“文从道出”说所蕴含的“以道统

文”思想，与其心性论中“约情入理”“以理制欲”的思想协调一致。情思意欲虽为人之实有，但其正当与

否，惟有本诸性理才能显立。若情欲脱离性理钳制，任其漫荡，则必致道心沦丧，生命异质。同理，能够

将“文”紧紧收束在对“道”的体悟与印证之内，并施以严格的道德规训，方可保证“文”所具有的厚重而深

邃的思想生机。

然而，天理对人情的理学化统摄，在赋予生命以庄重整肃的道德感时，也不可避免地对自然灵动的

生命情调和感性舒张的审美意趣构成了某种抑制。理学开启的“以道为文，以理入诗”的创作路向，固然

催生了语录文和“濂洛风雅”般的“理趣诗”这类新范式，达成了哲理与诗境的某种融合，但对主情者来

说，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自此已是“千秋楚越”，不可通约。刘克庄曾言：“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

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⑤明代李梦阳更是尖锐地指出，“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

切铲去不为”的做法，只能导致“人不复知诗”和“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的惨淡结果⑥。这些评骘虽不无

门户之见，却也深刻揭示出理学家的文道观重构，在为文学注入坚实思想底蕴的同时，亦在天理与人情、

道心臻善与文心尽美之间产生了巨大张力。

纵观从先秦至宋代的古典文道观念史，一场围绕文道关系及其价值位阶而展开的持久性宏大思辨

清晰可见。这条嬗变轨迹并非线性进化，而是一个在情理之间往复摆动、不断深化其思想内涵的辩证过

程。在面对“隆理”与“尚情”这一普遍性的人类精神议题时，无论标举“文心”的士人，还是弘扬“道心”的

理学家，其思考与实践均未提供一份僵直的终审答案。明代中后期，无论是七子派“视古修辞，宁失诸

理”对文学独立性的重申，公安派“独抒性灵”对情感本位的回归，还是胡缵宗等儒者“修文为明道始阶”

①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汪叔耕》，《朱子全书》第 2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年，第2813—2814页。

②④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319，3319页。

③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读唐志》，《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73—3374页。

⑤ 刘克庄：《恕斋诗存稿跋》，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第4596页。

⑥ 郑利华：《前后七子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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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阐发，都可视为在“天理”与“人情”张力下对文道关系的新一轮重构。这共同展现了一种在永恒张

力中寻求平衡、在深刻困境中开辟新境的伟大思想传统。而文学如何既能安顿个体情感生命，又能承担

社会伦理责任；既能为精神提供美的形式，又能为道义提供真的力量这一追问，终将是道德理想与生命

表达之间的一场永不落幕的对话。

Between Reason and Sentiment：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nner Logic of China’s 

Classical Literature-Dao View

Chen Bo

Abstract：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features a long-standing debate over the essence and value order 

of literature and Dao. Confucius set a paradigm centering on moral cultivation， holding that literature completes 

Dao and Dao reveals itself through literature. During the Wei-Jin and Six Dynasties， however， literary practice 

shifted toward lyrical ornateness， elevating literary value while alienating Dao and splitting their inherent bond. 

Efforts soon emerged to redress this deviation and reconstruct the literature-Dao view. Liu Xie 刘勰 and Tang-Song 

prose masters upheld the literary mind and advocated integrating Dao via literature， laying groundwork for literary 

autonomy. Pei Ziye 裴子野 and Song Neo-Confucians prioritized the Dao mind， evolving core arguments from 

literature conveying Dao to literature harming Dao and finally literature deriving from Dao. They philosophically 

reconstructed the literature-Dao nexus under the substance-function framework.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Dao view 

thus follows a dialectical trajectory： construction-deconstruction-reconstruction， a cycle of thesis-antithesis-

synthesis. Faced with the perennial tension between rational principle and human sentiment， neither the proponents 

of literature nor the guardians of the Dao offered a rigid dogma. Instead， they forged a tradition of seeking balance 

amid tension and breakthrough amid dilemma. This legacy offers profound historical insight for pursuing a rational 

yet emotionally fulfilling good life.

Keywords： literature-Dao view； reason and sentiment； Neo-Confucianism； Dao mind； literary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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